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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政策计量领域常见的研究工具，发现哪些研究工具经常同时使用并分析其原因，更好地发挥类似

工具在政策计量领域的作用。收集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文献，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法，结合社会化网络分

析软件，从中心性对得到的结果进行定性解读和定量分析。虽然定量研究方法在政策计量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定性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表达手段仍然不可或缺，还有一定

的作用和地位；计算难度较小，学习成本较低，操作更加灵活的研究工具更被研究人员所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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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一类特殊的文献记录，既包括各种带有官

方性质的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文件等），也包

含各种咨询、评论等半官方性质的文本，涉及金融、养

老、科技等各个领域。而对政策进行研究的方法，受限

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思维，历来以采用思辨的

方式，以定性分析为主。在以前数据量尚不算很大的年

代，此种方法对政策研究领域确实有促进作用，但是当

数据量开始激增，各种类型的数据层出不穷的时候，思

辨性的研究方法开始对政策研究产生限制性作用，制

约了该领域的健康发展，并且不利于我国在政策研究领

域赶超国外的研究水平[1]。图灵奖得主、关系型数据库

鼻祖Jim Gray在2007年提出“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

式”的概念[2]。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完善

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日渐成熟，使得传统的、在理工科研

究中曾被大量使用的诸如文本挖掘、信息计量、信息可

视化等技术越来越多地开始被人们所重视，并且逐步

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计算性人文科

学，诞生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成果。同时在政策计量分

析领域，一系列模型和方法的应用也让可以分析的政策

文本的数量和精度方面有了大幅提升，产生了一系列新

的理念，如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语义分析、对政策的立

场倾向和情感进行深度分析等，这也说明政策分析领

域在计量工具加入后慢慢走向成熟[1]。

1  国内外有关文献综述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

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的政策来进行计量分析。黄扬[3]从政

策工具的视角，借助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框架构建、

政策编码及频数统计和维度等，对多份由中央层级发

布的关于中国公共图书馆计量有关方面的政策进行研

究，进而了解当前阶段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而为后续的政策计量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借鉴。马海

群等[4]通过使用S-CAD方法，系统评估了《关于加强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效果，对该政

策文件的逻辑性以及投入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进行了解

读，进而发现了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

多问题，从而得到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以促进国家

信息政策的完善。黄萃等[5]对1978—2013年科技创新相

关政策进行了系统化计量分析和研究，并阶段性地考

察了该类型下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定量分析了不

同阶段下不同政府部门的关系，并且得出了我国政府部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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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该类型的政策领域之中合作呈现出逐步加强的态

势，合作部门数量逐渐增多，合作深度慢慢加深，合作

复杂性逐步增强；发现了少数核心合作关系的部门，产

学研相结合的程度不断提高，并且从责任和利益两个

角度对推进我国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发展提出了建

议。裴雷等[6]结合目前的大数据环境，探讨了政策文本

计量的方法论基础和有代表性的典型工具，梳理了有

关议题并总结归纳了在政策文本计量中用到的工具存

在的不足，同时对该种类型的方法在未来继续研究政

策精细化进行了有关讨论。张越等[7]在语法分析特征的

基础上，深入分析核心词汇的构成模式，进而构建可以

抽取政策文本核心词汇的模型，并对有关文献的关键

词进行抽取，最终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文献验证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

从国外的已有文献来看，在政策计量领域，国外研

究者主要集中于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优缺点的对比研究

上。Hjorth等[8]将CMP RILE measure政治演讲语料库

作为研究的文本，对比自动文本分析和专家调查分析对

该语料库的分析情况。实验结果表明，在Spearman相
关系数上，自动分析技术明显优于专家调查分析技术。

而Proksch等[9]以政见语料库为分析对象，发现研究结

果出现的偏差主要集中于文献编码的阶段，不论是采

取专家进行的手工编码抑或计算机的自动编码，而非计

算机算法本身所造成的缺陷。

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政策计量研

究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得到其中发挥主要作用

的模型、方法、指标或者体系等研究工具，发现经常同

时使用并且发挥主要作用的研究工具，进而从中得到规

律或者特征，发现更加适合的工具来帮助人们了解和

认知该领域。

为完成以上目的，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

析法和内容分析法[10]，借助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生成

共现图谱，然后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实例论证，直观具体

地反映出结论。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间接考察社会现象

的方式，包括对统计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贯穿于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始终，是该领域的常用研究方法；统计

分析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论性统计分析两种，

本次研究以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通过运用一定的统

计量来说明数据资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内容分析法是

一种将统计资料可以定量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可以客

观、系统地对所发现的结论进行较好的展示与说明，采

用内容分析法对符合要求的文章进行分类、处理与甄

别，然后将整理好的数据通过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的

输出，以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直观具体地反映出节

点间的亲疏关系，并通过具体指标来揭示起到关键作

用的方法有哪些。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3.1  数据处理

为了最大化地获得所需要研究的数据，本研究选择

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使用高级检索功能进行数据查

询，检索数据库勾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

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

库。具体检索条件以及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检索条件及检索结果

主题=政策量化，其他条件默认

主题=政策计量，其他条件默认

主题=文献计量，主题=政策，其他条件默认

主题=政策计算，其他条件默认

检索到符合

要求的数据/条
检索条件

1 066

382

133

132

检索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总计得到1 713条数据。

对上述内容进行数据清洗，采取人工检索的方式，去掉

重复内容、征稿启事、新闻通稿、关键词空白的文章及与

本研究不相关的文章等，得到有效数据1 480条。

首先，对研究工具进行界定。《现代汉语词典》把

“工具”比喻为“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从这个概念

上来说，工具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所以，

本文将研究工具界定为用以完成某项特定的科研目

的，所用到的方法、模型、指标、体系等手段。

其次，在1 480条有效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处

理。为确保获取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结合上文对研

究工具的界定，采用如下方法。

分别以“模型”“法”“指标”“体系”“方法”为

关键词，依次检索所有文章的题目、关键词和摘要，并

且对文章正文介绍研究方法的部分进行浏览，提取每

篇文章所应用的模型、方法、指标和体系；在经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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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后，以相同的条件对文章进行重复浏览与检索，以

此来确保可以尽量全面与精准地把研究工具都包含进

来。对于第二次检索过程中被遗漏文章进行仔细研读，

直到确定是否符合本研究要求为止。

经过两次检索，共得到587篇可以纳入研究范围的

文献，对上述文章依次进行编号处理，在Excel表格中，

以每一篇文章单独作为一行来存储该文章所使用的研

究工具。

将上述表格中出现的含义相同，但是不同表述的

工具进行合并，如“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都替换

为“DSGE模型”；然后将上述提及的研究工具生成共

现矩阵，同时对表述含义较为宽泛的词语，阅读具体

包含这些词语的文章，将提到的如“理论模型”之类

的词语进行细分。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出现频次为1的
研究工具对本研究没有意义，所以将出现频次为1的研

究工具剔除，只保留频次大于或等于2的研究工具，之

后生成研究工具共现矩阵。借助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6和NetDraw2.084，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研究

工具共现知识图谱，每种工具在知识图谱中表现为一

个节点，计算节点的度数中心度，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工具的度数中心度示意图

3.2  数据分析

（1）密度与标准差分析。密度（density）代表的是

网络中节点的关联程度，密度数值越高，越接近1，代表

网络中成员之间的联系越紧密，集中度越高，信息在成

员之间的交流越通畅。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用
来揭示各个成员节点之间的核心度差别大小，若标准差

小，而密度较低，则说明该网络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节点

被瓦解而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即具有较强的外在抵抗

的能力[11]。计算上文共现矩阵的密度和标准差，可以得

到587篇文章中所提及的政策文本研究工具的密度为

0.027 7，标准差0.244 6。密度较低，说明该网络较为分

散，节点之间的联系较弱，尚未形成研究工具体系；而

较低的标准差也说明节点之间的核心度差别较小，未形

成关键节点，即使其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研究工具在

特定情况下无法发挥作用，也不会影响该领域整体的

发展趋势，不会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带来迟滞作用。

（2）中心性分析。度数中心度是社会化网络分析

刻画节点中心性的最直接度量指标，一个节点的度数

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越高[11]，

在图1中反馈的就是方框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数目越

多，说明和它一起使用的研究工具的数目越多；节点之

间的连线越粗，说明二者联合使用的频率越高。

在UCINET6中计算各个节点的度数中心度，并结

CPI

GDP

Markov

CPI

GDP

Mar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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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图1可以看出，度数中心度排名在前五位的依次是：

VAR模型，度数中心度30；社会网络分析，度数中心度

16；文献计量法，度数中心度13；Granger因果检验，度

数中心度12；DSGE模型，度数中心度11。 
（1）VAR模型。该模型也称为向量自回归模型，是

Christopher Sims在1980年提出的一种常见的计量经

济学模型，其基本构造见公式（1）。
Yt = AYt1 + BYt2 + CYt3 + εt                      （1）

其中，Yt =（GDP tM ltLOA N tR t）’，ε t为扰动项，

A、B、C为参数矩阵[12]。该模型的建立基于数据的统计

性质，把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

行回归，常用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而不带

有任何附加条件，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

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回归模型。

各种不同的研究工具联合使用适应现代化科学研

究的发展趋势。自媒体时代产生大量的非结构性数据

让传统的处理工具显得“捉襟见肘”，同时现代社会的

发展越来越强调用数据来表达各种信息。与其他研究

工具相比，VAR模型具有不用严格依据各种理论，只要

有数据便可说明结论；只要样本数据所包含的内容足够

多，就不会存在无法识别模型的优点，而这两种优点正

是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时代所亟需的。VAR模型的

应用，让数据分析可以摆脱以往只能依靠有专业背景的

人员按照理论进行解读与分析的局面，更好地帮助各种

最新的成果可以被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肖志勇等[13]为

了评价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选择合适的变量，

借助VAR模型，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对有关变量对CPI
造成的影响进行计量，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基

本可以的；赵昕东等[14]为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证

结果，鉴于我国的货币供给量是内生还是外生尚存在

争议，于是选用VAR模型规避这个问题，借助脉冲响应

函数（图1中经计算度数中心度为7，二者之间的连线强

度为4.0）来进行货币政策的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表明货

币供给量在货币政策的变量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结合上述已有研究的实证分析内容可以看出，VAR
模型在使用中并非作为单一工具发挥作用，而是联合其

他工具，或者是作为分析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种工具。

如图1中的误差修正模型（度数中心度为7，二者之间的

连线强度4.0），是Granger为了更好地修正VAR模型处

理平稳性数据时丧失部分信息的问题而建立的[15]，说

明该模型仍在发展中。

（2）社会网络分析。该方法指的是对构成社会网

络的各种因素及其属性进行分析的一套规范的方法和

手段，又可以称为结构分析[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

会网络分析不仅仅是方法或者手段，更体现了结构分析

的思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把所分析的每一个对象看

作互有关联的要素，从整体来看待所分析的问题。如果

说该方法主要提供的是一个思想，那么思想落实到具

体的研究上则须结合其他的方法。

从图1可以看出，和社会网络分析主要一起使用

的是文献计量法（二者之间的连线强度为3.0）。其原

因是：首先，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普适性比较强，同时人

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每次研究

都获得实际的研究对象，而文献计量法为我们的研究

提供了相应的便利；其次，在大数据环境下，随着网络

化、数字化愈发普遍，研究一个问题往往不是孤立的只

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点来看待，而是要看到该问题与其他

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表面联系，而社会化网络分析

不仅可以分析所要研究问题的结构，还能够对其属性

进行进一步的明确；最后，社会网络分析不仅能对微观

现象进行解释，也可以对宏观问题进行把握，而政策的

制定、实施及评估等过程涉及各个层级的问题，涉及的

因素也包含很多方面，正好与社会网络分析的特点相契

合，符合应用该方法的要求。

（3）文献计量法。该方法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

法。“文献”指的是包含我们要加以研究的对象的信息

的各种载体。文献资料既包括直接的“一手”资料，也

包括间接的“二手”资料。“计量”即为了形象、直观、

科学地展示科研成果，采取数学以及统计学的计量方

法，基于各种文献的外部特征，如进行资料的汇总与整

理，制作专门的统计表与统计图，对有关图表展示出的

趋势进行集中或者离散的趋势分析，借助SPSS软件进

行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即计量性的输出。上述二

者决定了文献计量法势必不可能单独作为研究工具而

使用，必须结合其他方法来展现出研究成果。

文献计量法应用的领域横跨人文社会科学类和理

工类，从图1可以看出，内容分析法与文献计量法联系

密切，原因有如下方面：首先，两种方法的研究性质类

似，内容分析法在研究性质上不否认定量性，与文献计

量法一致；其次，研究目的类似，都是通过统计发现所

研究对象在特征量上的规律，进而发现研究对象的发

展趋势；再次，两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都离不开数学、

哲学和统计学的有关内容和知识；最后，网络环境下出

现的各种多元化类型数据让传统的单一分析方法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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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从心，而且各种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弊端，为了适

应大数据和“互联网+”环境下政策计量研究的发展趋

势，将二者结合使用在诸多领域可以体现。师俏梅等[16]

为研究中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情况，将内容分析法

和文献计量法进行综合，从中国知网得到1986—2008年
的8 194篇论文数据，通过对发文时间、作者单位、被引

频次及文献主题的分析，确定研究热点，构建了高校数

字图书馆发展模型；王珏辉等[17]通过将上述两种方法

结合起来，对2001—2010年来国内新兴产业发展趋势

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0年，我国

的新兴产业发展趋势良好，发展势头猛进，但是相对于

国外的发展来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同时希望政府在

相关领域进行政策的扶持，以便更好地助力新兴产业

的发展。

（4）Granger因果检验。该方法是用来分析变量之

间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在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以

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出者

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live W. J. Granger。
Granger因果检验依赖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回归，如若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得不到保证，那么可能会出现虚假回

归的问题，从而导致Granger因果检验不具有科学性和

代表性。

Granger因果检验是伴随VAR模型以及其他各种工

具的使用而在过程中逐渐起作用的。由图1可知，VAR
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之间的强度最大，达6.0。该结

果说明，虽然Granger因果检验存在不足，但是仍不妨

碍将其运用到社会实践研究中去，同时基于该方法的各

种衍生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的不足。关芳等[18]

为研究高校图书馆数字文化服务之间的影响因素以及

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收集大量调查问卷的基础上，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了与之相关的4个因素间的

关系，并借此构建了有关模型，可以更好地为数字文化

利用，提高相关服务的质量以及帮助读者更好地利用有

关数字资源提供了方案和参考。

（5）DSGE模型。该模型又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

衡模型，既包含理论建模，也有随机模拟的内容，同时

使用贝叶斯方法进行评估，是经济学领域的主流模型，

其具有动态、随机与一般均衡3个特点。动态指的是模

型从经济个体的角度出发，探讨的是如何进行跨期最

优选择（intertemporal optimal choice）的问题，借此可

以讨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各个变量如何随着时间的

变化而变化；随机指的是该模型将各种外在、内在的因

素都考虑进去，包括但是限于各种冲击，以及随时根据

不同的要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不同的调整，具有很强的

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一般均衡则指的是综合考虑经济

体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市场、生产者、消费者

等各个环节，结合他们的偏好以及在合理的预期之下，

对未来做出的正确抉择。作为一种将最优选择作为最

终目的，同时考虑各个因素的模型，自然离不开与TVP-
VAR模型联合使用。

该模型所具有的特点，使其应用在政策计量研究

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因为不同类别的政策在计量过

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在考察不同类别政策

实施效果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金成

晓等[19]利用DSGE模型，研究确定如何将适度的货币

政策进行划分，重点分析确定该政策中的潜在经济增

长率这一重要指标，在借鉴Smets和Wouters于2003年
提出的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工资和价格黏性引入他

们建立的模型之中，构造了包含家庭、中间产品商、最

终产品的生产者及银行4个部分模型，同时采用从1999
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进行实例分析来

验证提出模型的有效性，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

性的措施；杨子荣等[20]将中美两国作为研究因素纳入

DSGE模型，计量性地研究了两国的货币政策，纳入模

型的考虑因素有家庭、厂商、资本的不完全流动性、一

价定律缺口、货币政策及财政当局等，得出中美两国的

货币政策的双向溢出效应具有不确定性等结论，相比于

之前的单纯理论分析，使用模型的方法对经济政策进

行分析可以得到更加直观具体的结果。

4  结论

政策计量作为一种全新的政策研究领域，伴随着

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成熟的计算思维，开始

广泛地渗透到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逐渐被人

们所熟知。政策计量研究涉及的领域多样，目前常见于

金融经济类政策，在科技、养老及农民工政策等领域

也有初步应用，今后在一般政策中也可以进行尝试。

本文通过对政策计量研究有关论文进行梳理，在分析

总结政策计量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的重要程度的基础

上，得到如下结论。

（1）定性分析方法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近年

来兴起的定量研究方法为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可以更加直观具体地反映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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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性分析仍然起到了辅助定量分析的作用。从产

出形式来看，定量分析产生的是数字，具体探究数字的

内涵与意义还是要依靠定性的语言来表述。

（2）易于计算、灵活性较强的研究工具受到偏爱。

以VAR模型、DSGE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为代表的

新型工具可以快速地被政策计量领域所接受，一是由

于原领域与政策计量领域有相同点，二是其本身特性

起到重要作用。易于计算意味着可以更方便地得出研

究结论，灵活性较强代表着更好地移植进政策计量领

域发挥作用。如将政策文本向量计量，之后向量之间的

计算借助VAR模型即可；在进行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时，

不同类型的政策有不同的标准，需要考虑的因素各不相

同，由此可以借助DSGE模型进行考察，并在考察过程

中动态调整。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进一步依据不同的

学科门类对研究工具进行划分，如果进一步进行归纳，

总结出重要性最强的研究工具属于哪一学科门类，进而

也会从这些学科门类中发现更加适合的研究工具，而

不仅局限于上述5种，期待以后可以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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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ind out which research tools are used together and to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ey are used together can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similar 
tools in the field of policy quantification. Literature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study was collec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qualitatively interpre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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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出版时代，为更好地构建开放资源环境，形成新型资源建设模式，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2019年5月
13日特邀图书情报领域知名专家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陈传夫教授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对元

数据资源建设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开放获取信息资源新趋势做专题解读，来自全国图书馆、信息研究所、高校等文

献领域工作者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陈传夫教授指出，在进行过多来源元数据集成管理过程中，由于元数据类型多样、来源渠道复杂、采集方式

不一、涉及多方主体，存在复杂的版权管理问题。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提供机构应注意保证元数据产权清晰，确保

元数据合法性，完善授权许可机制，充分运用适用于图书馆等公益机构的法律或规则，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防范

版权风险。

方卿教授从利益相关方的角度解读了社会各界在开放获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与所持态度，指出政府科研资

助机构及图书馆界是开放出版的倡导者与支持者，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在期待开放获取的同时对资源质量有所忧

虑，行业学会协会则认为开放出版模式存在一定风险，而大多数出版商对开放存取一直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随

着开放出版体制机制的完善，需要妥善处理学术标准与收费的关系、坚持同行评审、培养专业编辑队伍。

开放资源建设与元数据集成服务对数据的获取、保存、共享、重用具有重要意义，图书馆作为开放资源的建设

者、整合者、服务者，应重视开放资源和元数据资源建设，注重采集、加工、分析数据，以及服务过程中的版权问

题，积极应对开放获取时代的机遇、风险与挑战。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趋势解读报告会召开

会议报道


